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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理论研究

谢　遐　龄

　　目前我国社会学研究有许多重要成绩 ,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迅速提高并获得日益增强的声

誉和吸引力。这是令人兴奋的 。我国的社会学有广阔的前途 ,这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人们将

越来越重视社会学 ,二是社会学自身有大量空白领域需要开拓。

由于重视实证研究 ,我国社会学在理论上有了许多基于实证材料的新建树 。但是总的状

况是理论研究仍嫌薄弱 ,特别是在基本问题上缺少重大突破。学生学习了社会学之后仍然不

懂得中国社会 ,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目前恐怕要强调建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研究 。没有

恰当的理论 ,数据或者是无意义的 ,或者我们不能领会其意义从而是无价值的。例如我国当前

重大实践课题是经济体制改革 。这一课题不仅要由经济学家做 ,社会学家也要参与。经济体

制改革的方案一定要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每天都在产生和重新产生的经济结构为基础设计 ,

不能凭想象假设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市场经济 ,而后设计一套方案 ,结果在实践中

行不通。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数据(可能还不够完整 、不够系统 ,但已足够发现问题),却未得

到正确解释 ,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不去解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及此 ,社会学家若不加紧

努力 ,该由社会学做的事就要被经济学家抢先了!

当前最急迫的社会学理论可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怎样的 ?

这结构是怎样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再产生的(我们发现人们经常做自己反对

自己的事。如某社会学家一向主张民主 、反对由领导一个人说了算 ,可是到评职称或加工资

时 ,又跑去找领导要求“出来说句话”———这就是说 ,他以自己的行为创造自己反对的社会结

构)? 解决这个课题 ,要求我们真正地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 ,要求我们正视我们每天都看到

的事实 。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不是把西方理论用于中国社会 、修改若干指标而已。单修改

指标 ,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是描述或解释西方社会的理论 。社会学中国化之本真意义是从中国

社会的实际出发 ,提出能够恰当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例如一般都以经济关系决定其

他社会关系为一定理 。且不论这定理是否适用于分析现在的中国社会。这样的说法中其实隐

含一条设定 ,即所说的经济关系是理性的关系;这条设定的意义还可扩展为 ,中国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主流是理性关系 。用笔者在《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见《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6期)一文中的说法 ,这是“间接的关系” 、“有中介的关系” 。如果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主流是伦理关系(又称为“直接的关系” 、“无中介的关系”),使用建基于理性关系设定之上的

理论分析中国社会 ,就会引出不恰当的结论 ,在实践中会产生不良后果。又如阶级和等级两个

概念应该作出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虽然存在阶级 ,但阶级关系在社会中不居于主导地位;

主导性的是等级 。研究社会分层 ,级别及相应待遇应列为主要指标之一 ,但至今缺少基于实证

材料的理论分析 。这些问题研究不够 ,中国社会学的基本价值就是不完整的 。应当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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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研究成果早日吸收进教科书。

再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上面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方法

论问题———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提出的概念能否用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中的现象。从更为广

泛 、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提出的问题是 ,社会学研究所得知识有多大的可靠性或真实性(是否属

于真知)。索卡尔事件提出社会学研究的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我们现在不打算讨论他提出的

问题 ,只想提出由这一事件联想到的问题:我们现在用来阐发学说和制订工作方案的概念 ,究

竟有多么大的真实性 。例如 , “法人”这个词已经流行很久 ,是否须检讨一下 ,现在的中国社会

究竟存在法人与否? 理由很明显:如果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中找不到对应的存在体 ,那么使用这

个词制订的法律就基本上是无意义的。又如 ,货币在今日中国社会的社会学意义究竟是怎样

的? 货币转化为资本比率低的社会学原因到底何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的存在体 ,确实是“建构”的。像“所有者” 、“所有权” 这类概念 ,都不

是物理的 ,而是“社会的” ,即感官不可能觉知 。既然不是物理的 ,脱离了人类社会就毫无意义 。

它们产生于人们相互交往之中 ,通过交往及交往时主体意识的领会完成建构(这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然而它们又都是真实地存在的 ,例如在社会中几乎任何一件物品都是有主的 ,不容侵

犯。虽然是“建构的” ,却又不是随便设置的。既然不是随便设置的 ,也就不能随便“解构”(如

果把解构理解作“拆除” 、“撤销”的话)或随心所欲地分解。同理 ,在美国社会是真实的 ,到中国

社会就可能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货币在美国社会的社会学功能与在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功能

就大不一样 。科学的理想是求得普遍性尽量高的理论 ,然而实际能够得到的理论都有一定的

适用范围和适用限度 。过去我们过分迷信普遍性 ,现在沉醉于一切拆除也属不明智 。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术语系统常常与政治语言不能协调。这个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国政治语言采用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术语 ,但采用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

某一特定派别理论的术语;社会发展了 ,政治语言保持相对稳定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 ,哲学社

会科学的发展相当迅速 ,而且学科和流派日益繁多 ,相应地 ,哲学社会科学术语也五花八门(这

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表现和必要条件)。这样 ,哲学社会科学与政治语言的歧异就日益增

大。有歧异不等于必定冲突。二者活动领域不同 ,目标不同 ,功能也不同 ,可以做到相安无事 。

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按照政治语言的范围和规范选择自己的术语并规定这些术语的意义 ,恐怕

无法实事求是地发展自身理论 ,从而无法很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方案。最好的

解决办法恐怕是两套语言并立 ,互不相干。例如前文在讲到了阶级时 ,我们就没有使用政治语

言中通行的意义 ,但决不意味着要求修改政治理论(我们只要求修改社会学理论)。显然 ,必须

让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真正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 ,否则在实践中仍然会总是出毛病 。而要

哲学社会科学产出真正有价值的(即能够指导实践的)成就 ,就不能要求哲学社会科学术语合

乎政治语言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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